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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奉天：即今天的辽宁省，清代称奉天。

现代国家形成理论视野下清末奉天盐政改革新探

刘　帅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摘要：清末奉天盐政改革是一场政府强力主导下的复合式制度变革。改革以加强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

为目的，寓民族大义于其中，基本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盐政体系。从现代国家形成理论来看，改革的推行

在无形中促进了东北三省区域一体化进程，构成了 “地方主义”的地缘基础，改革后新增的盐税大部分

归入奉天当局并投资新政则蕴含了 “集中化”的财政构造。因此，改革在本质上体现了现代国家形成中

集中化地方主义趋势的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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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后期，国家财政军权的下移为集中化地方
主义的萌发提供了契机。长期以来，近代化叙事框

架是解释晚清经济领域变革的主要模式，该研究视

角虽有合理之处但并非唯一。从现代国家形成的视

角探析晚清地方经济变革，分析清末奉天①盐政改

革所体现的集中化地方主义的萌发，可为该领域研

究提供另一种视野。

所谓现代国家的形成，是指通过对特定地缘格

局、财政状况及由此产生的军事实力的比较研究，

探索财政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联以及现代国家

的起源。有学者以此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

就是集中化的政权建设通过地方势力的角逐由区域

至全国的过程。［１］该研究视角强调地缘政治和财政

构造在地方实体竞争中的重要性，以清季奉天盐政

改革为例：这场发生于清末东北地方长达数十年的

改革缘起于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加强地方政

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成为改革的主要动因；而改革的

推行在无形中促进了东北三省区域一体化进程，构

成 “地方主义”的地缘基础，改革后收益颇丰的

盐税大部分归入奉天当局并投资新政则蕴含了



“集中化”的财政构造。因此，清末奉天盐政改革

显著的地缘因素和财政构造彰显了集中化地方主义

萌发的实质特征。

一、盐政与财政：财政危机中的奉盐诸弊

清朝中后期，盐税日益成为政府财政构成的主

要来源之一。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前，盐课已经是清

政府财政收入的第二大税收来源，据统计全国年实

征盐税约５００万两，占财政收入１３％左右。［２］清朝
末年，巨额战争赔款以及国防建设加剧了清政府的

财政危机，此时的王朝税收中，盐税收入比重不断

攀升，在几年内所占比重逐渐与田赋相埒，到

１９１１年盐税收入占比高达２６％，仅低于第一大税
源田赋一个百分点。［３］可见，盐税是清季政府财政

收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盐政之绩效关乎政府财

政之盈亏。

就奉天而言，其盐业生产历史十分悠久。

“《周礼·职方氏》东北曰幽州，其利鱼盐”是见

诸史料最早的记载，［４］２５６９，［５］１，［６］１６８幽州大概位于今

天的河北、辽宁一带，由此可见辽宁自古就有鱼盐

之利。 《管子·地数篇》更是十分确切地记载着

“燕有辽东之煮”。［７］及至汉代，辽宁地区的盐业生

产已纳入官方管理体系，形成辽东、辽西两个主产

区，“辽东郡县十八平郭有盐官，辽西郡县十四海

阳有盐官”。［４］３４５８此后，由于中原王朝势力南缩，

关于辽盐的史料记载比较稀少，到元朝辽宁盐区又

见诸史料。［８］明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年），明兵控制辽

宁，太祖于此设二十卫所，其中八卫就有盐场。清

朝建立，取 “奉天承运”之意于盛京 （今沈阳）

设奉天府，辽盐始归奉天府管辖，称奉盐。

清朝中后期，奉天盐政诸弊日积。管理的滞

后、私盐的泛滥以及产销方式的落后是其主要

体现。

（一）盐政管理滞后

偏远的地理位置以及清前期柳条边的修建，使

得东北地区的开发治理始终落后于关内诸省。纵观

奉省盐政，管理的严重滞后成为其主要弊端之一。

清前期，奉天盐政管理体系始终处于无政府状

态；① 至中后期为缓解政府财政危机，奉天遂开征

盐厘并数次加价。因 “盐税所入与田赋国税相

埒”［９］３６０６，无论中央王朝亦或地方政府，都着手对

盐税进行调整。就奉盐来说， “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
年），始定榷盐之法，旗庄官盐亦照章抽捐助

饷。”［４］３４６０一石盐重６００斤，征收东钱１０００文，八
成归公充饷、二成为经费之用，这标志着奉盐无课

的自由贸易政策结束。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年），“议
立筹饷总局，并设分局于产盐州县。盐一石征东钱

２４００文，以八成充公，二成为总分局经费，名为
二四盐厘。并于宁广常盖四局设补征卡，照正税征

收。”［４］３４０６这是奉天盐厘的第一次加价。随着晚清

财政危机的不断加深，不仅中央户部库银无几，地

方财政也入不敷出，光绪年间奉天盐税开启了不断

加价的历程 （如表１）：

表１　奉天历年盐厘加价表

时间 加价数目 （东钱／石） 盐厘名目 加价后盐厘数 折银

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年） 加抽东钱２４００文 二四盐厘 ２４００文 ２钱７文

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年） 加抽东钱２４００文 四八盐厘 ４８００文 ５钱３文

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年） 加抽东钱２４００文 二四盐厘 ７２００文 ８钱

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 加抽东钱１２００文 一二盐厘 ８４００文 ９钱３文

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年） 加抽东钱２４００文 四文加价 １０８００文 １两２钱

　　注：１．表１资料主要参考 《中国盐政沿革史》（盐政杂志社出版，第１３－１６页）；２．初始盐厘１０００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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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注：康熙十八年 （１６７９年）首次推行 “盐引制”，实行就场征税、商运商销的政策。但由于盐课较轻，所

收税银基于康乾盛世中的财税收入几可忽略，故而为体恤陪都重地，康熙三十年 （１６９１年）将盐引停颁，听民煎卖。
“自是奉盐无课者垂二百年”，既无课税故不设盐官，亦无盐法。可参见王树鰓等主编：《奉天通志》，第３４６０页。



　　由表１可见，从第一次加价始，经 “七二盐

厘” “一二盐厘”及 “四文加价”①，奉盐从开始

的每石征收１０００文到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年）已
经达到每石征收１０８００文。按当时银钱价比，一
两白银换东钱９０００文，此时盐厘合银１两２钱，
可谓是相当高。

然而，奉天 “有税无官”的不对称盐政体制

已成为制约财政汲取之关键。尽管奉天盐厘不断加

价，且大部分用于填补地方财政亏空，但是奉天财

政依然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究其根源在于 “有

税无官”的盐政体系。虽然奉天省从盛京将军都

兴阿开始进行盐厘征收，但是盐务管理体制建设却

始终落后。从 “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年）始有盐局并
附设补征分卡，而综其事于将军署粮饷课”［１０］４８８，

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年），这种奉天盐政无
专职无专管的制度缺失状况始终未变。因此，虽然

奉省盐厘不断加价，但由于缺乏管理和配套制度，

官员中饱私囊、商人偷税漏税盛行。贪污腐败之风

盛行于奉天盐政体系内，成为政府以盐税补救财政

的一大隐患。

（二）私盐泛滥

私盐贸易一直就是官方盐政管理的一大难题。

奉天不同于关内诸省，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私

盐类型更为复杂。总的来说，奉天私盐有如下两种

类型：一种为内私。内私主要是制度漏洞下的产

物，基本形式有三种。其一为漏税之盐，奉天各滩

户普遍存在漏税偷卖私盐的行为，更有滩户与商人

勾结，使用私斗计量产生大量夹带的私盐；其二为

居民使用碱土自制的土盐，虽质量低下但胜在价

廉；其三为邻省偷运之盐，主要以山东等邻省私盐

为主。［１１］１５－１６较与奉天官盐，内私由于并未缴税而

价格更低，因此具有很强的价格竞争力。另一种为

外私，最主要的是日盐。清初奉天有盐场二十，

“后分为九，及日本据金川滩地，乃存八场 （分别

为辽河以东的营盖、复州、庄河、安凤四场和辽河

以西的盘山、广宁、锦州、宁远四场）。”［９］３６０３九盐

场之一的金州场由于日俄战争后被日人强行占据，

并改名为 “关东州”，自此金州之盐成为外私之大

宗。金州年产盐 ２１万石，１４万石行销日本、朝

鲜，其余或由火车陆路运至昌图转销吉、江两省，

或由水路运至安东、通化进入奉天。［５］１８其次还有

俄、朝相邻国家私盐入侵，主要从海参崴以及边境

口岸走私入境。外私不仅价格较低，由于制盐技术

先进而质量更优，极大地冲击了官盐销售。

私盐泛滥成为奉天盐政的又一大弊端。私盐不

仅严重冲击了当地盐业发展，同时极大地削弱了政

府盐税的汲取能力，限制了新政的推行；而外私更

是严重损害了民族利权。

（三）产销方式落后

奉盐传统的生产运输方式严重落后于日本、俄

国等国，是制约其发展的又一因素。清初，主要采

用煎盐法，由各旗选派壮丁煎盐，所产之盐由政府

统一调配，实行与八旗制相匹配的盐业生产制度。

康熙三十年 （１６９１年）以后，奉天制盐之法发生

改进，凿地为池，引海水入内，改煎为晒。虽然晒

盐法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奉盐产量，但与同

时代西方先进的制盐工业相比，奉盐产量低且品质

差；反观周边国家所产之盐，不仅产量高，品质为

“一种极细之盐，色白而精洁”，［１１］１６显然更具竞争

力。此外，就运输方式而言，奉盐销售主要采用马

车、人力小船等传统的运输工具，而日本、俄国等

外来食盐则使用现代化铁路运输、轮船运输。两相

比较就可发现，奉盐的生产技术落后、运输方式原

始，在近代东北食盐市场上面对日本、俄国等外来

私盐的汹涌入侵之势，竞争力十分薄弱。

积弊丛生的奉天盐政成为政府提高财政汲取的

严重阻力。日俄列强环伺在侧，日益严重的民族危

机更使陷入财政危机的奉天当局雪上加霜。因此，

改盐法、兴盐政、挽盐利、固统治，成为清末奉天

当局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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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注：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年），以军饷不敷加征东钱２４００文，是为练兵之款，名为四八盐厘；十七年 （１８９１
年），户部筹饷案定奉天盐厘每石加征东钱２４００文，专为解部之款，名为二四盐厘，亦统称七二盐厘；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
年），筹办学堂经费，盐一石加东钱１２００文，名为一二盐厘；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年），试办督销，每斤加价四文，即每石
加价２４００文，名为四文加价。



二、改革与建构：三省一体化的盐政改革

盐政主要涵盖食盐的场产、运输、销售、征榷

和缉私等五个基本问题。奉天盐政改革以盐政管理

机构建设为中心，辅之盐政制度建构，并把缉私作

为改革的着力点，基本涉及了盐政的大部分内容。

纵观改革历程，三省盐政一体化成为发展趋势。

（一）盐政机构的设立

庚子事变发生后，俄国趁乱悍然出兵强占东三

省，兵燹之下的东北各项财政税收千疮百孔。为稳

定东北局势，光绪 “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年）正月，
将军增祺奏变通盐法，试办督销。”［４］３４６０这是奉天

盐政改革的开始。但由于俄军占据营口迟迟不退

兵，无奈之下只好把督销总局设于田庄台，并于当

年腊月起实行 “四文加价”。虽然增祺对奉天盐政

进行了较大的整顿和改革，但是次年日俄战争爆

发，东北地区沦为两强厮杀的主战场，中国主权惨

遭践踏，故而战乱之中并未真正实行增祺的改革。

于是，后任赵尔巽成为奉天盐政改革的首位践

行者。

赵尔巽继任后，首创东三省官盐总局开三省盐

政一体化管理之先河。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年）
赴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立即着手新政改革。在财政

方面，他指出奉天旧有财政机构互不统领、各自为

政，导致财税行政相互掣肘、漏洞百出。他于当年

八月上奏，“奉省财政太纷、积弊太久，非设一总

汇不能收纲举目张之效，现将粮饷、税务两局处先

行归并，改为财政总局，一并逐项清理。”［４］１０６９财

政总局的设立有利于简化奉天财税机关、统一财务

税收，为其盐政改革做铺垫。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年），针对奉省 “盐无定纲、课无定引，以

致偷漏者多难以稽核”，而 “不肖官吏更因之从中

侵蚀”的盐政现状，［１２］赵尔巽奏请裁撤原有督销官

盐总局，新设东三省官盐总局，以史念祖为总局督

办，并于吉林、黑龙江两省设官盐分局。经过赵尔

巽的一系列改革，奉天盐政管理机构初步成型。东

三省官盐总局的设立，可以实现对三省盐务统筹规

划，合理协调， “将晒盐、运盐、销盐联为一气，

由官主持，合奉、吉、江三省而为一，为盐归官运

之权舆。”［１３］

三省改制后，东三省盐务总局对于区域盐务一

体化管理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三月，朝廷以 “东三省吏治因循，民生

困苦，亟应认真整顿，以除积弊而专责成。”把盛

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被任命为东三省第

一任总督。［４］１０７７这是晚清东北行政区划的里程碑，

东北正式纳入关内行省制的管辖范围，行政区划的

统一也为东三省首位总督徐世昌在东北推行盐政改

革创造了条件。徐世昌赴任奉天后于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年）改官盐总局为东三省盐务总局，作为东
北地区最高盐政总管机构，下辖吉林、黑龙江官运

分局两所。并奏派京堂陆宗舆、道员杨毓璋主持总

局日常工作。同年，为了解决产额不足的问题，

“特接济滩户以鼓励之，开筑安凤滩场以提倡

之”，［１４］１２６７增设安凤滩务局经营管理；并于营口设

立一分局，以平价购盐，起到维持盐价平衡的

作用。

及至盐运使设立，三省盐务管理始有专官，盐

政管理基本实现系统化。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八
月，“督办盐政大臣载泽等奏：奉天盐务虽未建置

专官，而设场征课与他省无异，拟请设立奉天盐运

使一缺管理东三省产盐、行盐事宜。请饬简放以重

职守。”［１５］中央慎重考量之后，决定由熊希龄任奉

天盐运使。至此，东北地区始设盐政专官盐运使统

管三省盐务。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闰六月，熊希
龄详细拟定了奉天盐运司署官职划分：１．盐运使
总管三省盐政事宜，司署暂设于奉天，日后拟移至

产盐重地营口以便于管理；２．在各盐滩设立盐税
局及相关分局，局下设分卡，以负责征榷和管理盐

滩日常事务；３．归并吉林、黑龙江原设于营口的
采运局，名为吉江采运局，负责两省采运事宜；４．
长春设吉林官运总局，哈尔滨设黑龙江官运总局，

吉林、黑龙江两省转运要地设分局若干，总分各局

负责两省食盐运销、征解、价格等事宜，由总局统

管各分局。经由熊希龄对奉天盐运司官吏设置的详

细规划，奉天盐政管理基本实现了制度化。

赵尔巽草创东三省官盐总局，正式把奉天盐业

纳入官方盐政管理体系，并为统筹东北地区盐政提

供了制度性范例；徐世昌则基于东北行政区划改制

的背景，在继承赵尔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政府

对东三省盐政的管理力度；直到熊希龄上任奉天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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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使，围绕这一盐政专官的官僚系统才逐步确立。

至此，奉天盐政管理机构实现了从无到有并逐渐制

度化、系统化的转变。

（二）盐政制度的建构

由于奉省盐务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故其制度

性建设基本空白。自停盐引以来，奉盐运销便听民

自便，并无定式。至于相关制度，既无盐政管理机

构，故亦无盐政制度规范，其盐政生态基本处于混

乱无序之状态。因此，伴随盐政机构的设置，相应

制度的建构也成为必然。

在奉盐运销环节上进行制度建设是盐政改革初

期的着力点。关于运输，赵尔巽初步规定奉盐仍实

行官督商销的运销体制，仿淮盐票引制规定奉盐

“百石为一票，凡认领者每票收票银五百两，亦准

其永远为业”，且规定一商一票，防止 “领票既

多，权利随之总揽”。［１２］此外，盐商除需购买盐票

外，还需缴纳厘金，贴厘金印花后方可过沿途各关

卡。至东三省行省改制，赵尔巽时期尚未推行的吉

林、黑龙江两省官运商销的食盐运销体制在此时开

始实行，由吉、江官运分局分别管理；［１６］而奉天基

本维持原有官督商运商销的政策。关于销售，东三

省官盐总局对奉省盐栈、盐店的开设制定了十分详

细的章程，在对盐栈、盐店划分不同标准的基础

上，章程明确了开设条件、行销区域、缴贴纳税以

及官商相互监督等细则。［１７］至此，奉盐运销制度建

构基本成型。

至改革中后期，盐政管理机构内部的运作制度

成为建制之要。徐世昌最早在奉天盐政管理机构实

行分科治事的原则。他核定了盐务总局属官以及分

科治事章则，总局内分设总务、庶务、审核三科以

分别处理不同事务。这样不仅提高了盐政机构的行

政效率，使职员可以各尽其力、各司其职，同时审

核科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官员营私舞弊、

贪污腐败的不良风气。熊希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

盐政管理机构内部的制度。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
闰六月，熊希龄详细拟定了奉天盐运司署分科治事

章程。在盐运司署运作方面：规定奉天盐运司总管

三省盐政事宜，运司署内分设六科以便治事：“一

曰总务科，行使本管应有职务及办理不归各科主管

的事项。二曰征榷科，执掌稽缴税款及收发票照等

事项。三曰转运科，管理运输及输销等事项。四曰

巡缉科，署理巡队编制及调遣等事项。五曰场产

科，主管制造、化验及建筑、测绘等事项。六曰会

计科，支应、收验及奏销诸事项属之。”［１１］１１六科各

设科长一员，书记官及股长若干。盐运司署作为东

三省盐政最高机构，总管三省盐务产、运、销、

榷、缉等诸多事务，分六科治事基本满足盐政管理

的运作要求，使得盐运司能更好地统筹协调三省

盐政。

盐政制度的建构是盐政机构实行有效管理的体

现。奉天盐政制度伴随着盐政机构的确立而逐步完

善，其主要体现是各类章程的颁定实施以及盐政机

构运作程序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分科治事的原则被

广泛使用，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

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专职专员、各负其责的办

公原则；另一方面也为克服官吏腐化怠工提供了制

度性的保障。

（三）缉私体系的健全

关于缉私，将军增祺 “始设滩总、滩守、滩

巡等名目，出滩各要隘设验卡并分设于铁道各站

地。”［１０］１－２这是奉盐缉私的萌芽，然由于日俄战争

基本有名无实。赵尔巽时期奉天八大盐场处各设一

分局即盐厘局，以分管各盐滩事务，其下设各补征

局。基本上采用旧有的缉私设置，只增设了沈阳、

铁岭、昌图三个补征局。［１０］６－１０显然，这种力度是

不够的，于是缉私就成为其继任者徐世昌盐政改革

的一个着力点。

徐世昌认为私盐泛滥的原因之一是 “责任之

未专也”，建立缉私专职专官并辅以配套制度是其

施政中心。首先，建立系统化专职缉私部门。在原

有补征局的基础上，又于大孤山等地新增多处补征

局卡，使奉天基本形成了具有补征九局 （分别为

省城、新民、营口、沙河、通江、昌图、海龙、大

孤山、双台子）［５］１９－２０五十一 （补征）卡的查补私

盐网状体系，这是打击私盐贩运的主要机构；为了

遏制日盐等外私侵越，又于怀德之公主岭、奉化之

四平街、瓦房甸、田家甸等日盐内灌必经之地设缉

私专局，在南满铁路和东清铁路沿线的长春、哈尔

滨、绥芬各处设立掣验缉私局，这是打击外私的重

点机构。如此，补征局与缉私局相互配合，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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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普遍打击又有重点针对的缉私局面。其次，与

列强交涉签订合同，争回我固有利权。徐世昌认为

虽然日本占据金州滩场事关国际，暂时无力收回，

但是 “急则治标计，惟有先收回铁道查缉之权，

及遏绝日盐输入之道，为扼要之抵制”，于是与南

满铁道株式会社订立合同，只准运送官盐，严厉禁

止私盐运送，“火车到埠，许 我 官 吏 上 站 查

缉”。［１４］１２６７，［６］１７１此外也与俄东清铁路公司订立合

同，由其承运黑龙江官盐，不得运送私盐。同时他

还饬令海参崴商务委员，一律禁止私盐，起双管齐

下之效。其三，制定缉私配套制度，使查办惩处规

范化。为了防止 “缉私之不力”，徐世昌命陆宗舆

订立罚处章程，“裁撤滩总等名，另编马步、盐巡

分驻各局。”［１８］并且令三省巡防队协助缉查私盐，

以国家武装保证缉私制度的规范实施。此举切实增

强了奉天官方的缉私力度，使得违令抗缉的不法商

贩大为收敛。

熊希龄在徐世昌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性建设。

在各盐滩及私盐侵入要地分别设立盐巡局、巡缉营，

专门负责查巡缉私；又因巡队人员不足，为了加大

巡查力度，熊希龄奏准奉天河防营划归盐运司管辖，

极大增强了水上缉私力量。［１９］同年七月，由盐运司

拟定呈准了 《惩办私盐章程》１３章３２条，确定各
滩盐税局及盐巡局是对盐贩进行审问处置的机构，

且根据私盐种类 （内私、外私、临私）详细规定了

不同的惩处政策，同时还针对贩卖私盐的可能参与

者 （如滩户、盐店、百姓等）详细划定了不同惩处

方针。［１１］３－６该章程内容全面，条理清晰，既体现了

规章的严谨性也彰显了条款的合理性。

奉天盐政缉私体系是在不断地缉私实践中逐步

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由缉私部门与缉私制度两部分

组成。补征局、补征卡、缉私专局、盐巡局等缉私

机构构成的缉私网是打击私盐的直接堡垒；而

《惩办私盐章程》等具有法律效果的制度建设则是

保证打击有效的必要补充。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维

护了东北盐政的稳定。

三、特征与实质：集中化地方主义的萌发

长达数十年的清末奉天盐政改革是一个极其复

杂的历史事件。在考察改革的绩效与影响时，从现

代国家形成的视野入手，探析奉天盐政改革的特征

与实质，对于深化该领域研究有所裨益。

（一）改革的特征

奉天盐政改革就其制度转变模式、改革推行动

力以及改革蕴含精神等方面具有如下三个显著

特征：

其一，复合式制度转变。与关内各省情况不

同，在盐政改革前，为了关照陪都重地，奉盐实行

的是一种自然状态的下的 “自由贸易”。其盐政体

系建设与关内相比本身就具有滞后性，甚至没有健

全的封建盐政管理体制。而清盐政改革一方面基本

完成了封建盐务体系的建构，封建式官僚等设置是

为体现；另一方面，具有立法性质的章程合约、近

代化的管理方式等则体现了这场改革所蕴含的近代

化因素。因为这场改革本身所具有封建帝制式与近

代化的双重性质，所以奉天盐政发展方向也不可避

免地呈现出向两种不同社会背景下的盐政制度交叉

转变的态势。实际上，清末奉天盐政制度转变是一

种由无政府自然状态向封建盐务管理体制过渡，并

伴随向近代化资本主义管理体制发生根本性转变的

复合式制度转变模式。

其二，政府主导型变革。与全国盐政改革一

样，奉天盐政改革是一场政府强力主导下的变革。

清末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财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

机，列强入侵与巨额战争赔款更是直接导致财政状

况急剧恶化。为了维持政府正常运转，必须加强对

财政收入大宗盐税的汲取力度，因此，盐政的改革

势在必行。清末包括奉天在内的全国盐政改革，几

乎无不是在中央或地方督抚的筹划和主持下进行

的，政府始终是变革的积极推动者和主导力量。这

种制度变革并非源于经济组织内部力量的催生或人

民群众的呼声，其变革主体始终是政府，这也凸显

了近代化道路上政府权力的扩张与职能的转变。

其三，寓民族大义于盐政改革之中。以日、俄

为代表的私盐入侵始终是困扰东北地区盐政管理的

难题。日俄战争以来，“两强势力分布南北”，“囊

括席卷视同固有，名为中国领土，实则几无我国容

足之地。”［２０］为了挽回利权，抵御日本、俄国军事

入侵后的经济侵略，必须进行经济改革，而盐政为

其重点。针对日本占据金州滩，尽管结果不如人

意，但自赵尔巽以来的奉天当局都始终未放弃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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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涉谈判；在加快盐政机构、制度建设的同时，

历任主政者都着重缉私体系的建设。徐世昌更是直

接与日俄铁路公司签订禁运私盐的合同，以遏制私

盐入侵。可见，奉天盐政改革具有抵御外盐入侵、

维护民族大义的特性。

（二）改革的实质

就地缘因素而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地区

管理一体化进程。“综观奉天盐务，由清初以至宣

统，凡有数变。其初只有纳税之例，无所谓引课

也；其次颁行照例征课而法一变；其次停引听民自

利，废除盐课而法又一变；其次征收盐厘而法又一

变；其次议行督销增加盐价而法又一变；其次实行

就场征税并吉江官运而法又一变；迨至建设盐官，

法至是始备矣。说者谓奉盐整理肇于将军赵尔巽，

及总督徐世昌乃克推行而张大之，及初任运司熊希

龄乃更条理而毕贯之。”［５］１７换言之，从赵尔巽时期

的东三省官盐总局到徐世昌时期的东三省盐务总局

再到熊希龄的奉天盐运司，盐政改革不仅在机构设

置、制度规划等方面逐步完善，更是实现了东北地

区盐业管理的一体化。奉盐行销东北三省，控制该

区域食盐命脉，成为东北区域一体化主要影响因素

之一。

就财政构造而言，改革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的财

政汲取能力并为推行新政提供了强力的财政支持。

通过对奉盐年产量的考察可以发现，从光绪三十一

年 （１９０５年）赵尔巽着手盐政改革始，到宣统二
年 （１９１０年），除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外，
奉天各滩年产盐总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如表２。
显然，产盐量的大幅提高必然与盐政改革密切相

关。随着盐产量的提高以及盐业征榷、缉私体系的

完善，盐政变革所带来的改革红利使得盐税收入猛

增，如表３所示。从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年）盐
正税岁入百万两开始，之后几年除个别年份外盐税

收入都在百万两之上，若加上杂税、补征、斗用等

税收，盐税收入更多。可以说，盐税的大幅度增加

为奉天当局提供了巨额财政资金，极大地缓解了财

政危机。此外，也为推行新政提供了有力支持。如

“四八盐厘”专作编练新军之军饷、 “一二盐厘”

专为兴办学堂等，当然也有使用盐厘编练巡警、开

办工厂等项目，“新政举行，罔不取诸盐利。”［９］３６３７

尤其是为了体恤陪都故地，中央往往同意奉天盐厘

收入截留自用，［２１］这些资金成为东北区域一体化建

设的坚实保障。

表２　奉天历年各滩年产盐总量统计表

时间 产量／石 比上年增量／石

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年） ２６３４３８

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年） ３７５５１６ １１２０７８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 ２８４４３６ －９１０８０

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年） ３９９５５６ １１５１１９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 ７０１９８９ ３０２４３２

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 ７３３０９１ ３１１０２

　　注：表 ２资料主要参考 （清）载泽等修、陈为镒等

纂：《东三省盐法志》卷３，于浩辑：《稀见明清经济史料

丛刊》（第一辑 第４４册），第２６０－２６１页。

表３　奉天历年正厘收入统计表

时间 收入实数／两

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年）十二月十

　　五日起

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年）十二月底止

１０９２８７２０１５５

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年） １０１５２５７３４６１

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年） ５８９１２９３６９７

光绪三十四年 （１９０８年） １００８７３６３９５５

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年） １４０９４０５２８８５

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 １２７２５４１６８７

总计 ６３８７９４２０９８３

　　注：表 ３资料主要参考 （清）载泽等修、陈为镒等

纂：《东三省盐法志》卷５，于浩辑：《稀见明清经济史料

丛刊》（第一辑 第４４册），第３２７－３２８页。

因此，从现代国家形成的视角考察奉天盐政改

革，究其本质体现出的是一种集中化地方主义的萌

发。盐政管理机构由一奉省而至东北全境，盐政制

度贯彻三省，构成了集中化地方主义地缘网络的一

部分；而改革提供的财力支持以及推动的新政建

设，则是区域内集中汲取资源进行内部建设的体

现。当然，这场改革体现的仅是集中化地方主义的

萌发和酝酿，数年之后奉系军阀的崛起则是集中化

地方主义的真实写照。

（下转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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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断分化，逐渐增加到越来越多的趋势。日语

量词的发展和变化则是一个从无到有，大量从汉语

借入，数量增加，又突然减少，再进行整理、归并

的发展过程。

虽然日语量词 “枚”借自汉语，受汉语的影

响，两者之间存在共同点。但是两国的量词在各自

的语言环境下经过长期的使用和发展后，语义和用

法已产生不同的变化和发展，独具 “本国风采”，

并且形成了各自的量词系统。在这两种有差异的量

词系统下，汉日量词 “枚”的语义和用法无疑是不

同的，并且产生这种语义变化的原因也是不同的。

［参考文献］

［１］王力．汉语语法史 ［Ｍ］／／王力文集：第 １１卷．济

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３１．

［２］见坊豪纪．现代の助数词 ［Ｊ］．筑摩书房，１９６５（７）：

５４－６０．

［３］李庆祥．日语量词详论 ［Ｍ］．长春：吉林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８：１．

［４］玉村文郎．数词·助数词をめぐって ［Ｊ］．明治书

院，１９８６（８）：８－９．

［５］奥津敬一郎．日中对照数量表现 ［Ｊ］．明治书院，

１９８６（８）：７１．

［６］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 ［Ｍ］．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６５：７７．

［７］张万起．量词 “枚”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Ｊ］．中国

语文，１９９８（３）：２０８－２１７．

［８］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编集委员会，小学馆国语辞典

编集部．日本国语大辞典：第２版 ［Ｍ］．东京：小学

馆，２００２．

［９］木村义之，小出美河子．
1

语大辞典 ［Ｍ］．东京：

皓星社，２０００．

［１０］闻广益．汉语、日语常用量词意义的不同变化及成

因浅析：以 “枚”等量词为例 ［Ｊ］．人文丛刊，

２０１５（００）：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２０７－２１８．

（上接第９６页）

［参考文献］

［１］李怀印．集中化地方主义与近代国家建设：民国北京

政府时期军阀政治的再认识 ［Ｊ］．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８

（５）：６７－８４．

［２］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 ［Ｍ］．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３８．

［３］邓绍辉．晚清赋税结构的演变 ［Ｊ］．四川师范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４）：１０５－１１３．

［４］王树鰓，主编．奉天通志 ［Ｍ］．沈阳：辽海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盐政杂志社．中国盐政沿革史奉天 ［Ｍ］．盐务署，１９１５．

［６］唐仁粤，主编．中国盐业史：地方编 ［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６８．

［７］管仲．管子·地数篇 ［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８］宋濂．元史：卷 ９４［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

２３８７－２３８８．

［９］赵尔巽．清史稿：卷１２３［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

［１０］载泽，修．陈为镒，纂．东三省盐法志：卷８［Ｍ］／／

于浩．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１辑 第４４册．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１］张茂?．清盐法志：卷４５［Ｍ］．中华盐务署，１９２０．

［１２］赵尔巽全宗档案 ［Ａ］．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藏．

［１３］李澍田，主编．清代东北参务 清代吉林盐政 ［Ｍ］．

宋抵，王秀华，潘景隆，等整理．长春：吉林文史

出版社，１９９１：１．

［１４］徐世昌，主编．东三省政略：卷 ７［Ｍ］．李澍田，

等，点校．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２６７．

［１５］清实录：第６０册 ［Ｍ］．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７３６．

［１６］陈锋．清代食盐的运销体制 ［Ｊ］．盐业史研究，

２０１４（３）：６１－７１．

［１７］谷晶敏．清代东三省食盐运销方式浅析 ［Ｊ］．盐业

史研究，２００８（３）：２６－３０．

［１８］周庆云．盐法通志：卷８９［Ｍ］．文明书局，１９１８：２０．

［１９］昌图府知府华元请呈为北路盐价极大且私盐充斥请

设法补救事 ［Ａ］．沈阳：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

长公署档案，ＪＣ１０－１０７４６．

［２０］徐世昌．退耕堂政书：卷５［Ｍ］／／沈云龙，主编．近代

中国史料丛刊：第２３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６：２１５．

［２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

奏稿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８７４，９７３，

１００１，１１５３．

２３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